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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以往不少研究发现，父母生育年龄过晚不利于子代健康发育。 在后人口转变期，日益

普遍的晚育行为如何影响子代健康还有待考证。 利用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数据，
系统检验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出生时健康禀赋和成长过程中多维健康发展

的影响。 研究发现，父母过晚生育会显著增加子代出生体重偏低的风险，对子代成长过程中的体格发

育和综合自评健康均具有不利影响；相应影响机制既包括先天因素导致的初始健康劣势及其长期不

利健康效应，也包括后天家庭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多维作用。 在人口负增长形势下，重视父母晚育行为

对子代健康发展的影响，对于强化年轻人婚育决策的健康理性意识和提高全社会健康资本积累效率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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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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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起，中国进入生育率持续低迷的后人口转变期①，年轻人的晚育行为

日益普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全国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接近 ２８ 岁

（２７．９４ 岁），比 ２０００ 年平均初育年龄（２４．８３ 岁）推迟了 ３ 岁以上；３５ 岁及以上初育的女性占

比高达 ７．８％，约相当于 ２０００ 年相应比例（１．１％）的 ７ 倍。 育龄人群的生育年龄不断推迟，不
仅强化了时期生育率低迷的态势、加速了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而且通过改变家庭生命历

程中重要事件的进程，拉大了世代间隔，对代际传承与发展特别是子代健康成长具有不可低

估的影响。
学界有不少研究关注晚育行为的健康效应，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针对晚育行为对子代

健康的影响，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统计的大量研究发现，父母在 ３５ 岁及以上生育会显著增加

新生儿的早产及低出生体重风险，不利于子代的长期健康发展。 与之相对，社会学及心理学

领域有研究指出，晚育人群在社会经济特征、健康资源与知识、心理成熟度等方面往往具有比

较优势，因而晚育对子代健康没有显著的不利影响（Ｂａｒｃｌａｙ 和 Ｍｙｒｓｋｙｌä，２０１８）。 还有研究认

为，晚育使子代出生推迟，提高了子代从人类文明和技术进步中受益的可能性，具有积极的健

康效应（Ｔｒｉｌｌｉｎｇｓｇａａｒｄ 和 Ｓｏｍｍｅｒ，２０１８）。 迄今为止，已有的经验发现大多源自较早进入后人

口转变期的西方社会，很少有研究系统考察当代中国家庭的晚育行为对子代健康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使用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ＦＰＳ）数

据，考察中国后人口转变期父母生育年龄尤其是晚育对子代出生时健康禀赋和成长过程中多

维健康发展的影响。 研究问题包括：（１）父母的晚育行为是否会影响子代出生时的健康禀

赋？ （２）子代成长过程中的身心健康发展是否会因父母晚育而存在明显劣势？ 其具体作用

机制如何？ 本文有 ３ 点边际贡献：（１）首次系统检验了中国后人口转变期父母晚育行为对子

代健康发展的影响，为该领域的国际文献补充了中国案例；（２）对比考察了父亲生育年龄和

母亲生育年龄的具体影响及其相互关系，为理解后人口转变期父母晚育行为与婚龄匹配模式

对子代健康的交互影响提供了参考信息；（３）利用追踪调查数据从多个健康维度考察了父母

晚育行为对子代健康发展的影响，为推动家庭和社会健康促进提供了启示。
２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受社会文化转变、教育扩张等因素的影响，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多数国家出现年轻人

普遍推迟婚育的现象。 有关这一现象的成因、性质及后果，学界已进行了大量理论探讨和经

验分析，认为晚育现象是后人口转变期的典型特征，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本文重点梳理了有关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健康影响的已有研究发现。
２．１　 文献综述

２．１．１　 父亲晚育的健康效应

关于父亲晚育对子代健康的影响，以往研究大多从疾患和死亡风险出发进行考察。 大量

研究使用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调查或疾病登记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父

① “后人口转变”是与经典人口转变相对的人口学概念，用以概括世界各国在经典人口转变完成后

出现的人口演变或发展特征，包括与婚姻家庭转变直接相关的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以下进一步下

降、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迁移流动在人口变动中的影响日益凸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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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晚育会显著增加子代的患病和死亡风险（Ｈｕｌｔｍａｎ 等，２０１１；Ｊａｎｅｃｋａ 等，２０１７）。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和

Ｕｒｈｏｊ（２０１７）在汇总分析了流行病学领域的经验研究后发现，父亲晚育对子代健康的不利效

应突出地反映在胎儿期的存活概率和儿童期的多种疾患风险中，其中，父亲晚育对子代患骨

骼肌病症、唇腭裂、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眼癌、孤独症和精神分裂症风险的影响在多数经

验研究中高度稳健且一致。
针对父亲晚育对子代健康的影响机制，现有研究从遗传性因素、非遗传的生理机制和社

会经济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部分研究强调，遗传物质的质量会随生育年龄推迟而明显下

降，由此导致子代健康劣势（Ｋｏｎｇ 等，２０１２）；也有研究认为，晚育对子代健康的不利影响可能

与晚育男性在自身健康状况、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的逆选择性有关（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和 Ｕｒｈｏｊ，
２０１７）。 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父亲晚育对子代健康的影响机制尚未达成共识。
２．１．２　 母亲晚育的健康效应

关于母亲晚育对子代健康的影响，现有研究从新生儿的早产及低出生体重风险、成长过

程中的不同疾患风险出发进行了经验分析（Ｆｉｎｌａｙ 等，２０１１；Ｓｃｈｕｍｍｅｒｓ 等，２０１８）。 研究结果

大多表明，母亲晚育对子代健康具有不利效应，显著提高了新生儿早产和先天发育不良的概

率（Ｃｈｏ 等，２０１１），增加了儿童期患癌症（Ｙｉｐ 等，２００６）、青春期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程永琛

等，２０１５）。 一项基于美国成年人大样本抽样调查的研究发现，母亲过晚（３５ 岁及以上）生育

导致子女在身高发育、肥胖症风险、自评健康和死亡风险等维度均呈现出显著的健康劣势

（Ｍｙｒｓｋｙｌä 和 Ｆｅｎｅｌｏｎ，２０１２）。 该研究指出，母亲晚育对子代健康的影响机制既包括生理性因

素，如亲子两代人与遗传相关的共脆弱性（Ｓｈａｒｅｄ Ｆｒａｉｌｔｙ）、晚育的子女成年期丧母风险更高

所导致的不利健康后果（Ｍｙｒｓｋｙｌä 等，２０１４）；也包括社会经济因素，如晚育女性的受教育水

平、社会地位等特征可能产生的健康效应。
不过，也有研究提出不同观点。 Ｂａｒｃｌａｙ 和 Ｍｙｒｓｋｙｌä（２０１８）利用瑞典 １９３８ ～ １９６０ 年出生

队列的成年期死亡率数据分析发现，由于晚育推迟了子女的出生年代，提高了其从社会经济

发展和人类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一般进程中受益的程度，因而母亲晚育对子女的死亡风险并

无显著的不利影响。 类似地，有学者指出，当代晚育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通常较高、物质资源相

对丰富、心理和情感更加成熟、家庭及婚姻关系也往往更为稳定，同时，晚育的母亲对孩子的

出生更为期待，在养育过程中更倾向于保持正面、积极的心态，这些特征意味着母亲晚育对子

代健康具有积极效应（Ｔｒｉｌｌｉｎｇｓｇａａｒｄ 和 Ｓｏｍｍｅｒ，２０１８）。
母亲晚育对子代健康影响的历时变化和异质性也受到学界关注。 Ｃｈｏ 等（２０１１）通过对

比韩国 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０５ 年的生育登记数据发现，母亲晚育对新生儿健康的不利效应随时间推

移明显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晚育女性越来越多地由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组成。 类似地，
Ｇｏｉｓｉｓ 等（２０１８）通过考察英国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２１ 世纪初母亲生育年龄与新生儿健康的关

系发现，母亲晚育对新生儿低出生体重风险的影响已随时间推移明显下降。 Ｌｉｓｏｎｋｏｖａ 等

（２０１０）研究指出，母亲晚育对子代健康的影响在不同孩次并不一致，其不利健康效应仅在初

育事件中显现，在后续孩次并不显著。
综上所述，围绕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健康的影响，学界已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 不过，由

于各研究考察的时期、范围、具体对象不同，研究结论还存在矛盾与空缺：首先，以往研究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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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考察父亲晚育或母亲晚育的健康效应，但由于父母的年龄往往相互关联，二者对子代健

康的影响并不独立，因而有必要综合考察父亲和母亲生育年龄的影响，以避免因遗漏其一而

导致的估计偏误乃至矛盾结论；其次，现有关于晚育行为健康效应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特定类

型的疾病或死亡风险，相对缺乏对一般健康状况及其发展轨迹的考察，这一研究空缺亟须引

起重视；最后，已有的经验结论主要来自健康统计较为发达的西方社会，理解当代中国家庭晚

育行为的健康效应需要基于中国家庭调查数据开展具体研究，从而提供直接依据。
２．２　 研究框架

个体的健康状况及其发展轨迹由先天和后天因素共同决定（Ｇｌｕｃｋｍａｎ 和 Ｈａｎｓｏｎ，２００４；
Ｒｕｔｔｅｒ，２００６）。 先天因素包括基因等遗传性物质和先天的非遗传性因素，前者作为遗传生物

学的研究范畴，在社会统计中主要表现为血亲成员之间健康特征的相关性或共脆弱性；后者

包括父母在孕前及孕期的社会行为特征，如生育年龄选择、孕期抽烟饮酒或使用特定药物的

风险行为等。 生育年龄的早晚可能影响遗传物质的质量、孕期母体激素水平等先天因素，进
而影响个体出生时健康禀赋和后天健康发展轨迹（Ｂａｒｋｅｒ，１９９８；Ｋｏｎｇ 等，２０１２）。 后天因素包

括成长环境、健康资源和健康行为等。 家庭是个体最主要的成长环境，家庭资源的多寡以及

分配状况直接影响个体对健康资源的利用；家庭环境和父母特征会形塑子代的健康意识与行

为，并决定其健康防护状况。 父母生育年龄不同意味着个体出生和成长于家庭生命历程的不

同阶段，其健康资源和环境氛围可能因此而存在重要差异。 概言之，父母生育年龄可能通过

先天和后天因素影响子代健康。
在家庭以外，个体所处的社会子系统（如工作、学习环境等）也是健康差异的重要来源。

对学龄儿童和青少年而言，教育环境氛围影响其健康状况，特别是心理健康状况（吴愈晓、张
帆，２０２０）。 居住地的特征隐含了生活环境中公共资源与环境状况的差异，可能对当地居民的

健康状况产生系统性影响。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在考虑先天因素以及后天资源环境差异的基础上，着重考察父母晚

育行为对子代出生时的健康禀赋、成长过程中的体格发育，以及青少年期的心理健康和综合

自评健康的影响。
３　 数据、变量与分析方法

３．１　 数据、样本与主要变量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项目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的调查结果。 ＣＦＰＳ
是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户抽样调查，自 ２０１０ 年起针对全国约 １６０００ 户家庭的所有成员进

行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婚姻、生育、健康、教育等多个领域。 调查中与本文研

究议题直接相关的健康信息包括：被访者出生时的体重、历次调查时的体格发育特征、１０ 岁

及以上被访者的心理健康和自评一般健康状况。 除出生时的体重外，其他健康信息均具有时

变性，其追踪记录为研究被访者的体格发育以及心理健康和综合自评健康的发展轨迹提供了

翔实的数据。
为了考察中国后人口转变期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健康的影响，本文选取 １９９５ 年及以后

出生的被访者（即历次调查时 １５ 岁及以下的被访者）为分析对象，检验父母晚育行为对这些

被访者出生时和成长过程中不同维度健康状况的影响。 由于这些被访者出生于后人口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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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分析其父母晚育行为对其健康的影响能够反映中国后人口转变期家庭晚育行为的健康效

应。 同时，这些被访者对应于 ＣＦＰＳ 项目历年调查的所有少儿样本，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分析

数据中主要测量的可比性。 按照这一设定，本文的分析样本共包括 １７９３９ 位被访者的 ９００１９
条追踪调查记录。 由于晚出生的被访者实际追踪时期较短，故本文的分析数据为非平衡面板

数据。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包括被访者从出生到青少年期不同维度的 ５ 个健康指标：低出生体

重、身高指数、超重或肥胖情况、心理健康指数和自评一般健康状况。 表 １ 展示了这些健康指

标的具体定义、操作化方式及有效调查范围①。 综合起来，这些健康指标能够反映被访者在

出生时的健康禀赋、成长过程中的体格发育，以及青少年期的心理健康和综合自评健康等维

度的健康特征，为全面理解晚育行为的健康效应提供了可靠的经验支持。

表 １　 健康指标的定义、操作化方式和有效调查范围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名称 定义 操作化方式 有效调查范围

低出生体重　 出生时体重是否低于
２．５ 千克

０＝否；１＝是 所有被访者

身高指数　 　 与同性别、同龄健康
儿童相比，被访者身
高发育的相对水平

以 ＵＫ⁃ＷＨＯ 标准中健康儿童发育情况
为参照，对 ２ 岁及以上被访者的身高发
育情况进行标准化后形成的指数②

２ 岁及以上被访者

超重或肥胖　 是否超重或肥胖 参照 ＵＫ⁃ＷＨＯ 标准，对身高和体重对
应的体质指数进行标准化，并使用二分
类变量来测量：０＝否；１＝是

２ 岁及以上被访者

心理健康指数 心理健康状 况 综 合
得分

对被访者心理健康量表的各问项统一
赋分，按照李克特量表加总式计分法求
和并进行极差标准化，形成取值为 ０ ～
１００ 的心理健康综合指数，指数取值越
大表明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出现抑郁、
焦虑等心理疾患的风险越低

１０ 岁及以上被访者

自评健康良好 自评一般健康是否为
“很好 ／ 较好”

０＝否；１＝是 １０ 岁及以上被访者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问卷整理，并结合学界通用标准设定。

①

②

ＣＦＰＳ 的调查设计针对不同模块、不同问项规定了具体调查范围，调查设计的外生性意味着有效

样本量的差异并不影响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关于调查设计中不同模块和问项调查范围的具体内

容，可参见 ＣＦＰＳ 项目官网（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ｄａｔａ．ｐｋｕ．ｅｄｕ．ｃｎ ／ ｄａｔａｖｅｒｓｅ ／ ＣＦＰＳ）。
为了解决未成年人的身高在不同年龄、性别间不可比的问题，本文以国际健康研究中常用的“英

国－世界卫生组织”（ＵＫ⁃ＷＨＯ）标准为参照，将被访者的身高转化为在同性别、同龄健康儿童身高

标准分布中的相对位置，具体标准化程序可参见 Ｖｉｄｍａｒ 等（２００４）和 Ｖｉｄｍａｒ 等（２０１３）的文章。
本文分析样本中，该指数取值范围为－４～４，近似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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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父母生育年龄。 参照国际通用做法①，将父亲和母亲的生育年龄

统一按照 ３５ 岁及以上为“晚育”、２５ 岁以下为“早育”、居于二者之间（２５～３４ 岁）为“适中”的
标准进行分类。 然后，对二者的配对信息赋值：０ ＝父母生育年龄均适中；１ ＝父母均早育；２ ＝
仅母亲早育（父亲生育年龄适中）；３ ＝仅父亲早育（母亲生育年龄适中）；４ ＝父母均晚育；５ ＝
仅母亲晚育②；６＝仅父亲晚育。 这一测量方式综合了父母双方的生育年龄信息，有助于检验

父母晚育行为的真实健康效应。
３．２　 模型设置

本文使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ＧＳＥＭ）检验父母生育

年龄对子代健康的影响。 这一模型选择综合考虑了本文所用数据的结构特征、被解释变量的

相关性及测量等级差异：模型的分层设置和聚类标准误估计能够矫正数据群组结构的影响，
保证参数估计有效；联立拟合各被解释变量有助于检验各变量之间的作用路径，提高参数估

计和统计检验的效率，并最大程度地利用各变量的有效信息以提高统计效力；对各被解释变

量使用恰当的连结函数，可以保证模型形式正确。 结合表 １ 中各被解释变量的测量特征，本
文对低出生体重、超重或肥胖、自评健康良好 ３ 个二分类变量使用 Ｌｏｇｉｔ 连结函数，对身高指

数、心理健康指数 ２ 个定距变量使用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恒等线性连结函数。
本文的分析策略如下：
首先，拟合基准模型以检验父母生育年龄对子代不同维度健康状况的总效应。 基准模型

控制被访者的出生年份、性别和居住地类型，并在身高指数模型中控制父亲及母亲的身高以

衡量遗传相关的异质性，在心理健康指数模型中控制调查使用的量表类型。
其次，拟合完整模型以考察与父母生育年龄相关的后天资源环境等因素的中介或调节作

用。 结合前文理论探讨，除低出生体重外，其他被解释变量的完整模型主要考虑 ３ 个方面的后

天资源环境因素：一是家庭资源与环境特征，包括母亲学历、家庭收入等级、个人出生次序、家庭

环境氛围（使用家庭结构类型和父母争吵频率来代理）和代际情感支持（使用烦恼时的倾诉对

象来代理）；二是教育环境特征，根据数据收集情况使用个人自评学业表现和自评学习压力③来

①

②

③

大量研究发现，女性在 ３５ 岁及以后生育伴随着母婴疾病风险的骤增，男性在 ３５ 岁及以后生育也

会显著增加新生突变（ｄｅ ｎｏｖｏ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风险，并提高儿童期患精神分裂症、孤独症的风险和成年

死亡风险（Ｍｉｒｏｗｓｋｙ，２００２；Ｍｙｒｓｋｙｌä 和 Ｆｅｎｅｌｏｎ，２０１２）。 为检验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另将父亲

生育年龄和母亲生育年龄保留定距测度，重新拟合模型，结果表明，父亲生育年龄和母亲生育年

龄均对子代健康具有非线性影响（具体结果未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获取），过晚或过早

生育对子代不同维度的健康状况均具有不利影响。
现实中，“母亲晚育且父亲早育”和“父亲晚育且母亲早育”的情形（意味着父母年龄差距超过

１０ 岁）相当少见，在本文分析数据中合计占比低于 １％。 出于测量稳定性考虑，本文将这两种特殊

情形分别归入“仅母亲晚育”和“仅父亲晚育”。 稳健性检验表明，剔除这两种特殊情形的样本后，
主要研究结论不变。
在历次调查中，父母争吵频率、烦恼时的倾诉对象、自评学业表现和自评学习压力均由被访者自答，
仅 １０ 岁及以上被访者提供了有效信息。 为避免额外的样本损失，本文仅在针对 １０ 岁及以上被访者

的模型（即“心理健康指数”和“自评健康良好”模型）分析中考虑上述变量的中介或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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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三是所在区县的社会经济特征，使用区县人均 ＧＤＰ 和城镇化率来测量。 除这些后天资

源环境因素外，针对“身高指数”和“超重或肥胖”的完整模型还控制了低出生体重，以反映出

生时健康禀赋的长期健康效应。
最后，为检验父母生育年龄通过家庭生命历程和个人成长环境变化产生的健康效应，本文

的完整模型还拟合了父母生育年龄对家庭收入等级、家庭环境氛围和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
３．３　 主要变量的分布特征

本文考察的多数变量具有时变性，为方便起见，表 ２ 以初次调查时被访者的特征来展现

分析样本的构成。 样本中，出生体重偏低的被访者占比略高于 ６％；被访者的身高发育状况与

ＵＫ⁃ＷＨＯ 标准接近，均值比标准分布低 ０．３８ 个标准差。 初次调查时，超过 １ ／ ４ 的被访者存在超

重或肥胖情况，接近 ３ ／ ４ 的被访者自评健康良好，心理健康指数均值为 ８７．５３（满分为 １００）。

表 ２　 初次调查时被访者的健康状况、个人及家庭社会经济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变量 百分比 ／ 均值 变量 百分比 ／ 均值

低出生体重 ６．１９％ 家庭收入等级

身高指数 －０．３８ 　 最低 １ ／ ４ １９．８９％
超重或肥胖 ２８．４５％ 　 中等偏下 １ ／ ４ ３９．５９％
心理健康指数 ８７．５３ 　 中等偏上 １ ／ ４ ２７．４１％
自评健康良好 ７４．６８％ 　 最高 １ ／ ４ １３．１１％
出生年份 独生 ／ 第一孩 ５４．２２％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９５％ 家庭结构类型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 １７．３０％ 　 完好家庭 ８４．３５％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 １９．９５％ 　 父母一方外出的留守家庭 ８．４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 ２２．９１％ 　 父母双方外出的留守家庭 ４．４９％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１８．９０％ 　 破碎家庭 ２．７４％
性别 父母生育年龄

　 女性 ４７．８３％ 　 均适中 ５１．０６％
　 男性 ５２．１７％ 　 均早育 １５．９７％
居住地类型 　 仅母亲早育 １５．８１％
　 农村 ６０．７２％ 　 仅父亲早育 ５．０５％
　 城镇 ３９．２８％ 　 均晚育 ４．７５％
母亲学历 　 仅母亲晚育 １．２０％
　 初中及以下 ７５．８７％ 　 仅父亲晚育 ６．１７％
　 高中 １２．９０％
　 大专 ６．５７％
　 本科及以上 ４．６５％

　 　 资料来源：根据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数据计算得到。 后文表格资料来源同表 ２。
注：本文分析样本总量为 １７９３９ 人，其中，“心理健康指数”和“自评健康良好”变量仅针对 １０～１５ 岁

被访者收集，有效样本量为 ９５２０ 人。

被访者的出生年份在 １９９５ ～ ２０２０ 年期间，分布较为均匀；男性被访者占比略高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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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多的人初次被访时居住在农村。 从主要家庭特征来看，样本中 ３ ／ ４ 左右的被访者母亲学

历不超过初中，１１．２２％的被访者母亲接受过高等教育；多数被访者的家庭收入在当地处于中

等水平，初次被访时家庭收入位于最低 １ ／ ４ 或最高 １ ／ ４ 的比例均不足两成；被访者是独生子

女或家中第一个孩子的比例略高于一半；初次被访时八成以上的被访者家庭结构完好，父母

一方或双方外出的留守家庭占 １２．９１％，少数被访者（２．７４％）父母离异或生活在其他形式的

破碎家庭中。 父母生育年龄均适中的比例为 ５１．０６％，一方或双方生育年龄过早的比例略高

于 １ ／ ３，其余 １２．１２％的被访者父母一方或双方生育年龄在 ３５ 岁及以上。

４　 主要研究发现

４．１　 基准模型结果：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健康的总体效应

由表 ３ 可见，在控制被访者的出生年份、性别和居住地类型后，父母生育年龄与子代多个

维度的健康状况均显著相关。

表 ３　 父母生育年龄对子代健康影响的基准模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ＧＳＥＭ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 Ａｇ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Ｈｅａｌｔｈ

低出生体重
（１ａ）

身高指数
（１ｂ）

超重或肥胖
（１ｃ）

心理健康指数
（１ｄ）

自评健康良好
（１ｅ）

出生年份（参照组＝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 －０．１１０　 ０．０３０　 ０．８０５∗∗∗ ０．９５２∗∗∗ 　 ０．４２３∗∗∗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 －０．１６８ ０．１２７∗∗∗ １．５６９∗∗∗ ２．４７０∗∗∗ １．０８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 －０．３６９∗∗∗ ０．３６６∗∗∗ １．７３０∗∗∗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 －０．４１４∗∗∗ ０．４１４∗∗∗ １．５７１∗∗∗

男性（参照组＝女性） －０．２８９∗∗∗ ０．０７３∗∗ ０．３２６∗∗∗ ０．５８１∗∗ ０．０６４
城镇（参照组＝农村） －０．４３６∗∗∗ ０．３９２∗∗∗ －０．２５９∗∗∗ ０．９５８∗∗∗ ０．２７３∗∗∗

父母生育年龄（参照组＝均适中） 　 　 　 　
　 均早育 －０．０７６ －０．１３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７
　 仅母亲早育 ０．０２６ －０．１０４∗∗ ０．０４０ ０．１６５ －０．０７２
　 仅父亲早育 ０．１１３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４ ０．３４８ －０．００１
　 均晚育 ０．３２１∗ －０．０５０ ０．１２３∗ －０．２８９ －０．０７１
　 仅母亲晚育 ０．８１６∗∗ －０．２７２∗ ０．１６６ ０．７０３ ０．１１３
　 仅父亲晚育 ０．２９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７ －０．７６２ －０．２６４∗

父亲身高指数 ０．３９７∗∗∗

母亲身高 ０．０４０∗∗∗

量表类型 ６．１７６∗∗∗

截距 －２．２２１ －６．５１０ －２．３８４ ８０．１３３ １．９９７
观测记录数 ７５１９３ ２６７４５　 ５１３８３　 ２６７７５　 ２８８２５
样本量 １５３１０ １２４９６ １６０６３ ９２４０　 ９４６２

　 　 注：①＋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后表同。 ②为避免父母身高共线性问题，本文对父

亲身高和母亲身高使用不同操作化方式：母亲身高使用的是初始测量，单位为厘米；父亲身高则采用

标准化去量纲处理，得到父亲身高指数。 ③为节省篇幅，表中未呈现稳健标准误，感兴趣的读者可联

系作者获取，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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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父母晚育的情形下，子代出生体重偏低的发生比显著更高。 模型（１ａ）的结果显

示，仅母亲晚育、仅父亲晚育和父母双方均晚育的被访者出生体重偏低的发生比分别相当于

父母生育年龄均适中者的 ２．２６（ｅ０．８１６）倍、１．３５（ｅ０．２９９）倍和 １．３８（ｅ０．３２１）倍。 这些结果与以往临

床医学和公共卫生统计领域的研究结论一致（刘毅等，２０２０；倪静宜等，２０２１），印证了父母晚

育行为对子代出生时健康禀赋不利影响的普遍性。
其次，在父母晚育的情形下，子代的身高发育水平明显偏低，出现超重或肥胖的可能性则相

对较高。 模型（１ｂ）的结果显示，在控制被访者的出生年份、性别、居住地类型以及父母身高后，
仅母亲晚育的被访者身高指数比父母生育年龄均适中者显著低 ０．２７２ 个标准差；在仅母亲早育

或父母双方均早育的情形下，子代身高发育也存在显著劣势，身高指数分别比父母生育年龄均

适中者低 ０．１０４ 个和 ０．１３１ 个标准差。 这些结果与以往研究发现相吻合，表明母亲过早或过晚

生育均不利于子代的身高发育（Ｍｙｒｓｋｙｌä 和 Ｆｅｎｅｌｏｎ，２０１２）。 模型（１ｃ）的结果显示，父母双方均

晚育的被访者出现超重或肥胖的发生比相当于父母生育年龄均适中者的 １．１３（ｅ０．１２３）倍。 综合

这些结果可以推断，中国后人口转变期的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体格发育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
再次，在父亲晚育的情形下，子代在青少年期综合自评健康状况良好的可能性显著更低。

模型（１ｅ）的结果显示，在控制被访者的出生年份、性别和居住地类型后，仅父亲晚育的青少

年自评健康良好的发生比约相当于父母生育年龄均适中者的 ７６．８％（ｅ－０．２６４）；父母双方均晚

育的青少年自评健康良好的可能性也较低，但模型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 模型（１ｄ）的结果

显示，在仅父亲晚育或父母双方均晚育的情形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指数都相对较低，但模型

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
最后，基准模型中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考察时期内被访者的健康特征因出生年份、

性别和居住地类型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从出生年份来看，较年轻出生队列的被访者低

出生体重发生比显著更低，身高发育、心理健康及综合自评健康状况均显著更好，但超重或肥

胖的发生比显著更高。 这些队列差异可能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对居民健康的多维复杂影响：
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使公众的健康资源和营养状况普遍改善，年轻出生队列中与营养不良

相关的低出生体重、身高发育迟缓等问题明显减少，心理健康及综合自评健康状况也随之改

善；另一方面，这一过程滋生了新的健康风险，近年来未成年人超重或肥胖的现象随出生队列

后移而明显增多，成为年轻一代健康成长亟须重视的问题。 从性别来看，与女性相比，男性在

出生体重、身高发育和心理健康方面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但其超重或肥胖的发生比显著高

于女性。 从居住地类型来看，在本文考察的所有健康指标中，城镇被访者的健康状况均显著

优于农村同龄人。 这些结果与以往研究发现一致，反映了性别、城乡社会结构等因素在我国

健康分层中的突出作用。 此外，被访者的身高指数与父亲身高、母亲身高均呈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这与既有理论和经验发现相吻合，反映了遗传因素在个体身高差异中的重要影响。
４．２　 完整模型结果：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健康的影响机制

前文基准模型结果表明，中国后人口转变期的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多个维度的健康状况

均有不利影响。 为探讨其具体影响机制，本文进一步拟合完整模型以检验家庭资源环境等因

素的作用。 由于出生时的健康禀赋先天决定，本文对低出生体重拟合的完整模型控制了母亲

学历以反映出生前家庭资源的差异；其余健康指标的完整模型则进一步考虑了后天家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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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特征的影响以及出生时健康禀赋差异的长期效应。 表 ４ 展示了相应的完整模型结果。
同时，作为完整模型的一部分，表 ５ 展示了父母生育年龄对被访者成长过程中主要家庭资源

环境特征的影响。

表 ４　 父母生育年龄对子代健康影响机制的完整模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Ｆｉ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低出生体重
（２ａ）

身高指数
（２ｂ）

超重或肥胖
（２ｃ）

心理健康
指数
（２ｄ）

自评健康
良好
（２ｅ）

父母生育年龄（参照组＝均适中）
　 均早育 －０．０６５ －０．１９５∗∗∗ ０．０５７ －０．７９３∗ －０．１２４　 　
　 仅母亲早育 ０．０３４ －０．１６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２ －０．１４０
　 仅父亲早育 ０．０８７ －０．１４３∗ ０．０９５ １．１０４ ０．００９
　 均晚育 ０．３３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８ －０．３３２ －０．０６０
　 仅母亲晚育 ０．８２７∗∗ －０．１４５ －０．０２６ １．１５５ ０．１７９
　 仅父亲晚育 ０．３１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０ －０．６７６ －０．０７８
母亲学历（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 －０．２４４∗ ０．０４２ －０．２５３∗∗∗ ０．７０５ ０．０８６
　 大专 －０．３８０∗ ０．０７９ －０．２５４∗∗ －０．１４７ －０．０３３
　 本科及以上 －０．４８５∗ ０．１２８＋ －０．２５６∗ ０．１３６ ０．０４１
家庭收入等级（参照组＝最低 １／ ４）
　 中等偏下 １ ／ ４ ０．１５３∗∗∗ －０．１９３∗∗∗ ０．９８１∗∗ －０．００５
　 中等偏上 １ ／ ４ ０．３２６∗∗∗ －０．３２３∗∗∗ １．５８９∗∗∗ ０．０４３
　 最高 １ ／ ４ ０．３７０∗∗∗ －０．２３３∗∗ １．８７３∗∗ ０．０８３
独生 ／ 第一孩（参照组＝其他孩次） ０．２１３∗∗∗ －０．０９８∗ ０．５５３＋ －０．００８
家庭结构类型（参照组＝完好家庭）
　 父母一方外出的留守家庭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 －０．６２１ －０．１１５
　 父母双方外出的留守家庭 －０．０７０ ０．３００∗∗∗ －０．５６７ ０．０６２
　 破碎家庭 －０．１２１ ０．１０５ －１．６８１＋ －０．３７５＋

父母争吵频率 －０．９４０∗∗∗ －０．０４２∗∗∗

烦恼时的倾诉对象（参照组＝父母）
　 日记 ／ 无人 －１．３９７∗∗∗ －０．０７３
　 其他 －１．６７０∗∗∗ －０．００７
自评学业表现 １．２１７∗∗∗ ０．１６５∗∗∗

自评学习压力 －１．７９３∗∗∗ －０．０５５＋

区县人均 ＧＤ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８１∗∗ ０．００１
城镇化率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７∗∗∗ －２．２８Ｅ－０６
低出生体重（参照组＝正常体重） －０．２３９∗∗∗ －０．１４９∗

观测记录数 ７２５０４ ２３１８８ ３７０２８ １２２６３ １２２６５　
样本量 １４１５６ １０３５８ １２１８６ ７２７６ ７３７０　

　 　 注：①“区县人均 ＧＤＰ”的单位为万元。 ②为节省篇幅，表中未呈现与基准模型一致的控制变量

的具体回归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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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　 低出生体重

表 ４ 中模型（２ａ）的结果显示，父母生育年龄对子代低出生体重的发生概率具有稳健的独

立效应。 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仅母亲晚育、父母双方均晚育的被访者出生体重偏低的

发生比分别相当于父母生育年龄均适中者的 ２．２９（ｅ０．８２７）倍和 １．３９（ｅ０．３３１）倍。 这与国外相关

领域的研究结论类似（Ｃａｒｏｌａｎ 和 Ｆｒａｎｋｏｗｓｋａ，２０１１；Ｃｈｏ 等，２０１１），印证了在后人口转变期父

母（特别是母亲）的晚育行为对子代出生时健康禀赋具有稳健的不利影响。
模型结果还显示，母亲学历对子代低出生体重的发生情况具有显著的独立效应。 在控制

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母亲学历越高，被访者的低出生体重发生比越低。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家庭资源对子代出生时健康禀赋的重要性：平均而言，母亲学历较高的家庭在社会经济资源、
健康知识和素养（如定期产检和必要的健康干预）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由此可能降低孕产

期健康风险，提高子代出生时的健康禀赋。 完整模型中其他控制变量的拟合结果与基准模型

结果相近，验证了研究发现的稳健性。
４．２．２　 成长过程中的体格发育

表 ４ 中模型（２ｂ）和模型（２ｃ）的结果显示，出生时的健康禀赋（低出生体重）和后天家庭

资源环境特征对个人体格发育具有重要影响。 具体而言，首先，出生体重偏低的被访者在成

长过程中身高发育明显滞后，超重或肥胖的可能性显著更低。 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出
生体重偏低的被访者身高指数比出生体重正常者平均低 ０．２３９ 个标准差，出现超重或肥胖的

发生比约相当于出生体重正常者的 ８６％（ｅ－０．１４９）。 这表明，出生时的健康禀赋对个人体格发

育具有长期影响。 结合前文讨论的晚育行为对低出生体重的影响可以推断，父母晚育行为通

过影响子代出生时的健康禀赋，对其体格发育产生持久的不利效应。
其次，后天家庭资源环境特征显著影响未成年人的体格发育。 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

后，母亲学历或家庭收入等级越高，被访者的身高指数显著更高，超重或肥胖的发生比显著更

低，这印证了家庭社会经济资源对子代体格发育的保护和促进效应。 家庭中最早出生的孩子

（独生 ／ 第一孩）身高指数显著更高，超重或肥胖的发生比显著更低。 可能的解释是，在家庭

资源既定的条件下，独生子女或第一个孩子对家庭资源的利用更为充分、受到父母的关注更

多，相比之下，出生次序靠后者有可能因同胞竞争而出现资源被挤占、父母关注被分摊或转移

的情况。 此外，家庭结构类型也对被访者超重或肥胖的风险具有显著影响。 相对于完好家

庭，父母双方外出的留守家庭中子代出现超重或肥胖的可能性显著更高。 这可能反映了父母

外出虽然改善了子代的物质生活条件，但由于难以兼顾对留守子女日常营养摄入及健康行为

的及时了解和有效干预，导致留守子女更容易出现超重或肥胖现象。 家庭结构类型对被访者

的身高发育无显著的独立影响。
再次，在考虑了上述因素的影响后，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身高指数、超重或肥胖发生情况

不再具有显著的独立效应。 结合本文广义结构方程模型同时拟合的父母生育年龄对后天家

庭资源环境特征的影响（见表 ５）可以推断，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体格发育的不利效应部分通

过出生时的健康禀赋起作用，部分通过后天家庭资源环境的差异性影响起作用。 如表 ５ 所

示，仅父亲晚育和父母均晚育的家庭，收入等级显著偏低。 这可能与晚育行为的选择性有关：
一方面，社会经济条件较差者可能因婚姻市场的竞争性挤压而推迟婚姻，由此导致晚育；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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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部分低收入家庭倾向于生育两个或多个子女，其孩次递进过程也可能伴随着晚育经历。
在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后，考察时期内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体格发育不再有显著的直接

效应。
最后，区县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当地未成年人的体格发育（尤其是身高发育）具有重要

影响。 人均 ＧＤＰ 越高的地区，被访者的身高指数显著更高；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被访者

的身高指数也显著更高（见表 ４）。 这些结果印证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当地居民健康

的普惠性效应。

表 ５　 父母生育年龄对被访者成长过程中主要家庭资源环境特征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５　 Ｆｉ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家庭收入
等级

父母争吵
频率

家庭结构类型
（参照组＝完好家庭）

烦恼时的倾诉对象
（参照组＝父母）

父母一方
外出的

留守家庭

父母双方
外出的

留守家庭
破碎家庭 日记 ／ 无人 其他

父母生育年龄（参照组＝均适中　 ） 　 　 　 　
　 均早育 －０．０２３　 －０．２１７∗∗ ０．１８８∗∗∗ ０．３４７∗∗∗ －０．３１７∗∗ －０．０６３ 　 ０．１４１∗

　 仅母亲早育 －０．１３６∗∗∗ ０．０５５ ０．１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１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２
　 仅父亲早育 －０．１７２∗ ０．２１０ ０．０５７ ０．６６７∗∗∗ ０．３５４∗ ０．２３０＋ ０．１２２
　 均晚育 －０．３５３∗∗∗ ０．２５１∗ －０．１２９ －１．３３６∗∗∗ ０．４２９∗∗∗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３
　 仅母亲晚育 －０．１０２ ０．０８８ ０．０９６ －０．３９１＋ ０．４６８ －０．１７４ －０．１５８
　 仅父亲晚育 －０．３６１∗∗∗ ０．１７７＋ ０．０５９ －０．５５８∗∗∗ ０．６５２∗∗∗ ０．１５１ ０．０７０
观测记录数 ８０４８７ １４８５５ ８６８７８ １５７５３
样本量 １５７２４ ８２９６ １７５６９ ８５７２
连结函数 Ｏ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 Ｍｌｏｇｉｔ Ｍｌｏｇｉｔ

　 　 注：模型控制了被访者的出生年份和居住地类型，为节省篇幅，表中未呈现相应估计系数和模型

检验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获取。

４．２．３　 青少年期的心理健康及综合自评健康

表 ４ 中模型（２ｄ）和模型（２ｅ）的结果显示，后天家庭资源环境特征对子代在青少年期的

心理健康和综合自评健康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家庭

收入等级越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指数显著更高；独生子女或家中第一个孩子的心理健康状

况显著优于出生次序靠后者。 这些结果印证了家庭资源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保护或促进作

用。 父母的情感支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也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在个人烦恼时，父母未能成

为其倾诉对象（倾诉对象为日记 ／ 无人或其他）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显著更差。 家庭中父

母争吵频率越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综合自评健康状况显著更差。 相对于完好家庭，父母

离异或其他形式的破碎家庭中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综合自评健康状况也显著更差。
在考虑了后天家庭资源环境特征的影响后，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综合自评健康的效应在

统计上不再显著。 这表明，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综合自评健康的影响主要通过后天家庭资源

环境因素发挥作用。 如表 ５ 所示，晚育家庭的环境氛围平均较差，家庭结构不完整的可能性



　 ５ 期 牛建林　 后人口转变期中国家庭晚育行为对子代健康发展的影响 １５　　　

显著更高，这些因素对青少年的综合自评健康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见表 ４）。 此外，表 ５ 显

示，早育家庭的收入等级显著偏低，父母对子代的情感支持较为薄弱，子代因父母一方或双方

外出而留守的可能性显著更高。 这些特征部分解释了早育对子代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见
表 ４）。 尽管早育在客观上减少了亲子间与年龄差距相关的隔阂（或称“代沟”），但由于这些

家庭的资源、情感支持相对匮乏，极易导致子代在面对压力或外界冲击时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最后，在考虑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自评学习压力越大，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综合自评健

康状况显著更差；自评学业表现越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综合自评健康状况显著更好（见
表 ４）。 这些结果从青少年个人感知的教育压力和竞争力出发，反映了教育环境氛围对学龄

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综合自评健康的重要影响。 居住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青少年心理健

康具有普惠性影响。 区县人均 ＧＤＰ 越高、城镇化率越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显著更好

（见表 ４），这可能反映了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公共健康资源和社会支持体系在青少年健康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５　 总结与讨论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数据，考察了后人口转变期父母生育

年龄尤其是晚育对子代出生时健康禀赋和成长过程中多维健康发展的影响。 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父母晚育行为显著降低了子代出生时的健康禀赋，并对后续健康发展具有持久的

不利影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新出生的队列中，父母一方或双方生育年龄过晚会显著

提高子代的低出生体重风险，这为晚育行为的不利健康效应提供了来自一般人群的经验证

据。 在后人口转变期，尽管全社会医疗卫生资源和营养条件已明显改善，但父母晚育行为对

子代出生时健康禀赋的不利效应依然高度显著，并持续影响着子代长期的体格发育。
其次，父母晚育行为还通过后天家庭资源环境因素影响子代的健康发展。 整体而言，考

察时期内我国晚育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对较差，相应资源劣势对子代体格发育产生了显著

的不利影响。 同时，晚育家庭的环境氛围也显著更差，父母发生激烈争吵的频率更高、离异等

破碎家庭占比更高，这些因素对子代各维度的健康均有显著的不利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晚育行为也存在内部异质性。 在本文分析样本中，仅母亲晚育的家庭的

社会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家庭收入等级和母亲学历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晚育家庭以及所有早

育家庭①。 这类家庭的环境氛围较好，父母激烈争吵的可能性显著更低，家庭结构完好的可

能性显著更高，同时，这类家庭中首胎晚育的比例也更高。 考虑到仅母亲晚育的家庭中父母

婚龄匹配模式为女大男小，区别于传统婚龄匹配模式，上述异质性可能反映了婚育文化价值

观念演变的新趋势，为认识后人口转变期初育年龄推迟趋势的健康效应提供了直观的例证。

① 在本文分析样本内仅母亲晚育的家庭中，家庭收入等级为中等偏上 １ ／ ４ 或最高 １ ／ ４ 的占比为

４２．１％，仅次于父母生育年龄均适中家庭的相应比例（４４．０％），比仅父亲晚育、父母均晚育家庭的

相应比例分别高 ６．１ 个和 ７．５ 个百分点，比父母一方或双方早育的家庭的相应比例分别高 ３．７ 个

和 ５．７ 个百分点。 类似地，仅母亲晚育的家庭中，母亲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的占比为 ９．９％，仅次于

父母生育年龄均适中家庭的相应比例（１６．９％），明显超过仅父亲晚育、父母均晚育以及父母一方

或双方早育家庭中的相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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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育率持续低迷的后人口转变期，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健康的不利影响需引起家庭和

社会的重视。 对家庭而言，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出生时健康禀赋和成长过程中多维健康发展

的不利影响，降低了家庭健康资本的积累效率，不利于人力资本代际传承和向上流动。 对社

会而言，晚育行为在抑制时期生育水平的同时，增加了社会的健康负担，不利于人口和社会经

济的长期高质量发展。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在中国人口转入负增长的新时期，亟须重视新型婚育文化和制

度建设。 由于后人口转变期的晚婚晚育具有深刻的文化和制度根源，婚育制度设计与文化建

构应充分体现系统观念，全方位认识婚育推迟现象的内在机理及潜在效应。 政府相关部门应

从文化建设和社会支持等方面入手，化解年轻人（特别是女性）的婚育顾虑和现实障碍；通过

宣传健康文化知识，普及与生育年龄选择相关的健康科学知识，引导公众在婚育决策中培育

健康理性意识；通过支持和引导年轻人适龄婚育，推动家庭健康资本的高效积累和世代传承，
实现全民健康促进和人口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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